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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我们的花园”
——关于创造社的文学活动 □蔡 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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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 6月 8日，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第二
改盛馆的郁达夫寓所，郭沫若、郁达夫、田汉、张
资平、徐祖正、何畏等几个中国留日学生聚在一
起开会，商议办同仁杂志、编丛书和成立文学社
团的事情。

此前的 3 月底，郭沫若与成仿吾曾专程赴
沪，经过与泰东图书局反复交道磋商，终于得到
该书局应允出版期刊和丛书的承诺。郭沫若随
即返回日本，先到京都，会见联系了郑伯奇、张凤
举、穆木天等人，然后到东京，在改盛馆的这个会
议上商定了出版《创造》季刊，成立创造社等事
宜。这次会议，也就成了创造社成立起始。

9 月 29 日，上海《时事新报》上刊登了一则
《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预告》，“预告”署名“创
造社同仁”，写道：“自文化运动发生后，我国新文
艺为一二偶像所垄断，以致艺术之新兴气运，澌
灭将近。创造社同仁奋然兴起打破社会因袭，主
张艺术独立，愿与天下之无名作家共兴起而造成
中国未来之国民文学。”这是创造社在国内初次
亮相，《创造》季刊“创刊号”的出版，则已经是在
1922年5月了。

在这几个历史情节中出现的人物与几个关
键词：创造、期刊、留日学生、同仁社团、艺术独
立，实际上寓示、包涵了创造社的主力阵容，最重
要的文化特性，以及它所能带给“五四”新文学的
那些富于挑战性、极具活力的文化因子。

一
在创造社成立之前，“五四”新文坛已经诞生

了第一个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创造社与文学
研究会有所不同。文学研究会聚合了新文学最
初的一批作家，但如同沈雁冰所说，“这个团体自
始即不曾提出集团的主张”，没有一个文学上“确
定的纲领”，它更像“是一个‘著作同业公会’”。
创造社也没有提出一个什么“纲领”，创办时甚至
连组织机构、章程这样的考虑都没有，但它是一
个文学同仁的社团组合这一点，表现得非常鲜
明。郭沫若在《创造》季刊的“编辑余谈”中称：

“我们这个小社，并没有固定的组织，我们没有章
程，没有机关，也没有划一的主义，我们的思想，
并不相同，也并不必强求相同。我们所同的，只
是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的活动罢
了。”

创造社在初创时其成员没有一位作家，那是
一群在校生——留学日本的学生，并且所学专业
各不相同。只因为怀揣着一个共同的文学梦想，
这一群文学青年聚合在一起，这让他们的文学梦
显得非常纯净。在他们的文学寻梦中，有两个明
确的追求：一是对创作纯文学的追求，一是对创
造新文学的追求。

然而，当他们怀着满腔热忱，兴冲冲踏入上
海滩的时候却发现，这座中国最摩登的大都市，
似乎并不那么欢迎他们这些海归派学子。他们
被视为一支“异军突起”，《创造》季刊刊行之初销
路并不好，发表的作品受到讥评。郭沫若、郁达
夫、成仿吾们有种被排斥，乃至被拒绝的感觉。
于是，他们四面出击：与胡适大打笔墨官司，与文
学研究会、沈雁冰论战，讥诮鲁迅的小说……一
时间，在新文坛与文学研究会形成分庭抗礼之
势。既有的文坛秩序被搅乱了。

从表面看，这些笔墨之争不免有年少轻狂
的意气用事，或是文人相轻的门户之见，但究
其实，让创造社感到需要去挑战的排斥的力
量，实际上来自新文学自身一时之间的不确
认：对于创造社“异”于当时文坛主流文学姿
态的不确认。

“五四”新文学诞生于新文化运动之中，文学
革命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但是新文
化运动的先行者们在发起白话文运动和文学革
命的时候，主旨并不在文学本身，而是将语言的
变革、文学的创作作为思想启蒙的一种方式。所
以，新文学虽然是在反对旧文学的战斗中成长起
来的，但在文学观念上仍然沿袭了“文以载道”的
传统，只不过把它变换成文以载革命之道。因此
新文学发展的初期，文学主要不是从对人的关注
出发，对于社会问题、人生问题的直接关注和思
考是它的主旋律。这虽然表明新文学具有鲜明
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但就文学
与社会的关系和文学自身的特性而言，从文学发
展演变规律的历史过程来看，这样的历史表达方
式缺少了文学从传统到现代的蜕变所需要的自
觉精神。

创造社踏进新文坛，明确表示追求纯文学，
强调“文学本身的使命”，主张实现文学的“全”与

“美”，提出“艺术就是人生，人生就是艺术”的理
念（文学史把这些简单地理解为“为艺术而艺术”
的唯美主义，实际上是一种误解），这对于新文坛
当然构成了冲击，一时之间，不能为文坛所接受，
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创造社挟着这样一些文
学观念闯入文坛这一历史情境本身，已经表明新
文学的发展，不能再停留在既有的观念和秩序
中。新文学需要文学自身的自觉。从这个角度

说，创造社带给“五四”文坛以新的文化动力。
当然，创造社没有止于笔墨之争，也不仅仅

是宣示一些文学理念，他们通过自己的创作实绩
展现了实力。郭沫若、洪为法、邓均吾的诗，郁达
夫、张资平、陶晶孙、倪贻德的小说，田汉的戏剧，
成仿吾的文学批评……丰富的作品使他们很快
在文坛站住了脚跟。继《创造》季刊之后，创造社
又先后办起了《创造周报》《创造日》日刊，编
辑出版了“创造社丛书”、“辛夷小丛书”、“世
界名家小说”。由于他们一番“创造”的努力，
原本有些沉闷、色调不免单一的新文坛喧哗起
来，热闹起来。沈雁冰所说的，新文学第一个
10年的前半期那种“创作界很寂寞似的”局面
被打破了。

创造社的出现还促动了原有文坛格局的变
化：文学研究会主张写实主义，创造社标榜浪漫
主义，其间又有多个文学社团纷纷成立，表现主
义、现代主义、新浪漫派、新感觉派等等文学思潮
流派标新立异，竞相而起。即就是在同一个文学
社团内部或在同一个作家自身，也表现着不同文
学思想、审美倾向错综纠葛的情形。新文学呈现
出一派生机盎然的局面。所以郭沫若后来从新
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去回顾创造社的文学活
动时认为：“他们的运动在文学革命爆发期中要
算到了第二个阶段。前一期的陈、胡、刘、钱、周
着重在向旧文学的进攻；这一期的郭、郁、成，却
着重在向新文学的建设。”

二
在创造社成立初期，将文学活动搅得风生

水起的创造社成员人数并不多，但围绕创造社
所办刊物，聚集有许多他们的文学同道者，此
后也一直如此。所以，关于创造社作家究竟应
该包括哪些人有多种说法，迄今并无定见。其
实，这并非最重要的，对于新文学史而言，创
造社的意义更在于它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化存在。

创造社推进了新文学的发展，创造社自身
也在这样的发展中实现并壮大社团的存在。但
创造社的出现，并不是直接萌生于新文学的土
壤之中。创造社同仁以那样一种文化姿态进入
新文坛，是与这一群文学青年留学日本的经历
和文化背景密切相关的。郭沫若、陶晶孙学
医，郁达夫学经济，张资平学地质，田汉读师
范，成仿吾攻制造兵器……他们不约而同转向
文学，并非仅仅是他们各自人生经历中的一次
富有个性经验的选择，在他们的行为背后，是
日本在大正年间 （大正元年是1911年，创造社
成员们都是在大正年间留学日本） 正经历着一
个“日本民族的人性觉醒期”这样的思想文化
背景。

郭沫若这一群文学青年，原本是怀着科学
救国、实业救国的追求东渡日本留学的，所以
多选择的是学习理工法政医学等，文学是被看
成无用之学的。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已经基本
完成了从封建专制向近代资本主义的社会转
型。这为正在经历着蜕旧变新的中国提供了一

个学习和效法的对象。但明治维新是自上而下
进行的，是以在前近代政治构架内接受西方文
化的方式进行的，所以在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基
本确立的同时，封建政治体制依然完整地保存
着。日本社会在精神领域的自由主义思潮的发
展一直受到诸多限制，仍然留存着许多封建主
义的思想观念。明治时代后期，随着日本社会
近代资本主义形态的愈益成熟，这一社会形态
对于精神文化的自由主义要求也就愈益强烈。
于是，借助于西方人文主义、人道主义思想，
对人的精神自由的关注，对自我意识的觉醒与
自觉的追求，成为一股社会思潮，这就是大正
年间的文化主义思潮，它将人，将人的自我解
放和精神自由放在文化的中心位置。日本文学
亦借此进入了近代突飞猛进，甚至让人眼花缭
乱的发展时期。各种各样的文学思潮、文学流
派走马灯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在很短的时间
内将欧洲文坛一百多年的历史演绎了一遍。日
本近代文学成就了其在日本文学史上非常辉煌
的地位。郭沫若他们留学日本正是浸润在这样
一个社会文化环境中，包括在课堂上，甚至在
咖啡馆里，都能感受到这种文化氛围。所以他
们会纷纷改变初衷，放弃原来选择的专业，改
从文学，他们会凭借文学同仁的身份从各地的
学校中聚合在一起，然后走进“五四”新文
坛。而他们举起的文学大旗，也正是在日本风
行的新浪漫主义。

当然，所谓浪漫主义，只是就创造社的主
要文学倾向而言。创造社“没有划一的主义”，
譬如，曾鼎立于日本大正文坛的白桦派的理想
主义、自然主义、唯美主义三种文学思潮，我
们都能在创造社的文学创作中找到它们影响的
痕迹。所以事实上，成为创造社作家的这群文
学青年留学日本的文化背景，从更深一层的意
义上说，其反映出来的是，“五四”新文学受到
日本近代文化和近代文学影响的关系。这在早
一个时代 （明治时代） 留学日本的鲁迅的经历
中，就已经包含着了，在创造社的文学活动进
入后期时，我们还能看到这种相互关联的关系。

对于新文学有着深刻了解的瞿秋白，在被
国民党当局囚禁于汀洲期间看到了郭沫若写的

《创造十年》，他辗转留给郭沫若一封信。信中
写道：“创造社在‘五四’运动之后，代表着黎
明期的浪漫主义运动，虽然对于‘健全的’现实
主义的生长给了一些阻碍，然而它确实杀开了一
条血路，开辟了新文学的途径。”瞿秋白虽然是从
现实主义文学的立场来看创造社的文学倾向，但
他的评说切中肯棨。新文学的健全发展不该是
一条单行线，而应该是宽敞包容的坦坦大道。创
造社为新文学的发展，标示了更为开放的文化姿
态，拓展了更大的空间，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三
1924年8月，郭沫若从日本给成仿吾写了一

封长信。信后来以《孤鸿——给芳坞的一封信》
为题刊登在《创造月刊》上。郭沫若在信中告诉

成仿吾，他在翻译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
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后，思想发生了巨
大变化。他说：“我现在成了个彻底的马克思主
义的信徒了！马克思主义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
代是唯一的宝筏。”“我们现在不能成为纯粹的科
学家，纯粹的文学家，纯粹的艺术家，纯粹的思想
家。”“我现在对于文艺的见解也全盘变了。我觉
得一切伎俩上的主义都不能成为问题，所可成为
问题的只是昨日的文艺，今日的文艺和明日的文
艺。”“今日的文艺便是革命的文艺”。

从创造社成立之时起，郭沫若就是它的核心
人物，他在这封信中表达的思想观点，实际上预
示了创造社的“方向转换”。1925年9月，《洪水》
以半月刊形式复刊，这为创造社的文学活动“自
行划了”一个“洪水时期”，创造社的活动从前期
转向后期。

走进新文坛仅仅三年，创造社就在思想方向
上发生了一个“剧变”，其根本原因在于，创造社
作家们满腔热忱地追寻着的那个纯文学的梦想
碰了壁。尽管创造社鼓动起的“浪漫主义的风
潮”，一时间曾“有点风靡全国青年的形势”，但

“五卅”运动前后正酝酿着剧烈变革的中国社会，
使得创造社作家笔下那些幻美的情调、青春的浪
漫、个人的苦闷孤独，只是筑成了一个“我们的乐
园——文艺的花园”。这个“花园”与中国社会的
现实相互脱节，与“水平线下”的人生相去太远。
于是，变化“自然发生”了，尽管开始“并没有十分
清晰的目的意识”。《洪水》更多地在关注社会现
实，表达对于社会黑暗“一腔愤火”的宣泄、叫喊，
虽然“没有一个标准的主义”，内容也“很庞杂”，
但是其中贯穿着“倾向社会主义和尊重青年的热
情”。

1926 年年初，创造社的几个主要成员郭沫
若、成仿吾、郁达夫、王独清、郑伯奇、穆木天等人
先后前往广州。他们不是去参加文学活动，而是
应聘于广东大学。

广东是当时国共合作下的革命运动策源地，
广东大学则主要是为国民革命培养人才的一所
大学。广东大学校长在邀请郭沫若、田汉的信中
说：“我们对于革命的教育始终具有一种恳挚迫
切的热情”，“现在广州充满了革命紧张的空气，
所以我更望全国的革命的中坚分子和有思想的
学者们全集中到这边来，做革命青年的领导。深
望先生能尅日南来，做我们的向导者。”这对于郭
沫若、成仿吾等创造社作家既是一种殷切的期
待，也是一种策动和激励。他们借在广东大学任
教，直接参与了社会革命的实践。郭沫若与后期
创造社成员的潘汉年、李民治、阳翰笙等人，随后
还加入到北伐革命的军旅中。广东的革命氛围
和社会革命的实践，对于后期创造社文学活动走
向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包括在创造社内部也
有因此而分道扬镳者。

几乎与此同时，在创造社文学活动中又一个
具有标志意义的事情有了结果：创造社出版部于
1926 年 3 月在上海成立。创造社作为一个文学
社团的突出特点，是与文学刊物相互伴生。这源
于其同仁社团的性质。他们不是依靠组织形式
结社，而是凭借共同的文学兴趣、文学追求，通过
文学创作活动相互联系，聚集在一起，这就必须
有自己的文学阵地。但是一直倚靠商业出版社，
使得创造社在办刊物、出版作品方面，总是受到
种种束缚，甚至吃尽苦头。因为办《洪水》周刊的
一次夭折，创造社决心自办出版机构，不是办一
个商业化的书局，而是办成“读者和作家的公开
的合作机关”。他们采用向社会募股的办法，主
要倚靠创造社的热心读者们，很快筹集到创建出
版部的资金。

出版部成立后，创造社收回《洪水》自办，又
陆续创办了《创造月刊》《A11》《幻洲》《新消息》

《文化批判》《流沙》《思想》《日出旬刊》等多种刊
物。原由泰东和光华两书局出版的“创造社丛
书”，也收回出版部印行，并不断推出创造社新老
作家的新作。“世界名著选”、“社会科学丛书”，集
中出版了创造社作家的译著。此外，还有“落叶
丛书”、“明日小丛书”、“创造社小说选”、“科学丛
书”等规模不等的丛书出版。出版部的成立，使
得创造社作家的文学活动，从创作到发表、出版，
再到发行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中，全部能够依靠
社团自己的力量，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实现。这在
新文学社团中是绝无仅有的，它大大增强了创造
社的文化影响力。

出版部作为一个实体机构的建立，还促使创
造社产生了明确的组织机构形式。1926年9月，
在广州召开了创造社出版部第一次理事会。会
议讨论通过了《创造社社章》，选举产生了创造社
总社第一届执行委员会。郭沫若任总务委员，成
仿吾、郁达夫任编辑委员，张资平、王独清任监察
委员，会计委员由成仿吾兼任。

四
“洪水时期”在创造社的文学活动中是一个

短暂的过渡，参与进社会革命实践的活动，使

得创造社作家尚不“十分清晰的目的意识”很
快变得清晰了。郭沫若等人在大革命失败后重
新回到文坛，继续创造社的文学活动。与此同
时，又有冯乃超、李初梨、彭康、朱镜我、李
铁声等一批留学日本回国的“新锐”青年加入
到创造社，创造社“以清醒的唯物辩证论的意
识”，进入到“《文化批判》的时期”。

刚刚返回上海的创造社作家们，曾有意与
鲁迅联合起来，打造一个文学新战线。这个想
法得到鲁迅同意，商定首先恢复 《创造周报》
作为共同的园地，并在报刊上刊发了以鲁迅、
麦克昂 （郭沫若） 领衔的复刊启事。然而，从
日本回国的那一批“新锐”青年，思想更为激
进，他们想要“另起炉灶，完全站在新的立
场，发刊一个纯粹理论批判的杂志”。与鲁迅合
作的计划被搁置，创造社创办了《文化批判》。

所谓文化批判，是将关注点放在思想文化
方面进行的理论思考。成仿吾在为 《文化批
判》所作的《祝辞》中写道：“它将从事资本主
义社会的合理的批判”。“政治，经济，社会，
哲学，科学，文艺及其余个个的分野皆将从

《文化批判》 明了自己的意义，获得自己的方
略。《文化批判》将贡献全部的革命的理论，将
给与革命的全战线以朗朗的光火。这是一种伟
大的启蒙。”创作社作家在后期所办的各个刊物
中大量发表了批判社会现实和阐释革命理论的
文章，他们比较系统和全面地宣传介绍了马克
思主义学说的基本理论。

《创造月刊》 是从“洪水时期”就开始创
办，一直延续于创造社后期活动的一个文学期
刊，郭沫若、王独清、郑伯奇、穆木天、冯乃
超等人的一些代表作品就刊登在该刊上。《创造
月刊》 还大量发表了阐释文艺理论的文章。但
是后期创造社在文学活动方面更引人注目的，
是其大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

实际上还在1926年，郭沫若就提出了革命
文学的概念，开始倡导革命文学。到此时，李
初梨等人进一步明确指出，1928年的中国，社
会的客观条件已经完全变了，因此，新兴的革
命文学，应该是无产阶级文学。创造社倡导无
产阶级革命文学，是在批判中进行的，其批判
锋芒所指，几乎涉及无产阶级文学之外的一切
文学，也包括了鲁迅、茅盾、文学研究会作
家，所以在创造社与鲁迅等人之间还展开了一
场激烈的论争。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进行理
论阐述的，主要是李初梨、冯乃超、彭康、郭
沫若、成仿吾等人。他们广泛地讨论了无产阶
级文学的阶级属性、表现的内容形式、无产阶
级文学的任务、作家的思想修养、世界观、创
作方法等等问题。

创造社的无产阶级文学主张，直接受到也
正在进行中的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理论影
响，甚至直接源于其理论表述。日本的无产阶
级文学运动是当时世界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最活
跃的一部分，但它受到日本共产党左倾政治路
线的影响，同时受到苏联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

“拉普”的消极影响。于是，像“文学的布尔什
维克化”、“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这种左
的、教条化、非文学性的理论，经过创造社的
传布，也影响到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

创造社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时，“五
四”新文学刚刚走过短短10年路，创造社的文
化走向被称为“剧变”。然而，从社会主义运动
史发展的角度看，它是基于十月革命以后世界
范围内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呈日益普遍、壮大的
趋势这一背景而发生的。在中国国内，中国共
产党的成立、工农运动的日益高涨这种政治形
势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也使得中国社会已经具
备了接受、发生一个表现这种社会政治革命情
势的文学运动的条件和要求。所以，创造社文
学动向的轨迹，应该说是顺应了时势的。事实
上，中国共产党最初对于文化工作的关注，正
是从联系创造社开始。郭沫若借 《资本论》 的
一条注释说，创造社的“桌子们开始跳舞起
来——想去鼓舞别人”。他们鼓动文坛一起为无
产阶级革命文学铿锵起舞。

创造社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理论有不
少偏颇之处，但他们对于 20 世纪 30 年代“左
联”时期的左翼文艺运动发生了很大影响。而
毛泽东于20世纪40年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的讲话》 中提出并解决的文艺为工农兵的方
向，作家、艺术家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文艺与
政治的关系等问题，在这场文学运动中实际上
都已经被提出，只是尚未能解决，毕竟这只是
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开始期。

1929 年 2 月，创造社被国民党当局以“印
发共产党反动刊物”的罪名查封。郭沫若此时
正流亡在日本，他在 《文学革命之回顾》 中总
结创造社近 10 年的历史时写道：“它以有产文
艺的运动而产生，以无产文艺的运动而封闭。
它的封闭刚好是说无产文艺的发展，有产文艺
的告终。”

成立出版部，是创造社文学活动中的一件大事。而出版部
成立的缘由，与郭沫若所译《少年维特之烦恼》的改版有关。

郭沫若翻译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于 1922年 4月由
上海泰东图书局初版发行。该书出版后很受读者特别是青年
读者欢迎，成了一本畅销书，至1924年8月，已经印了第8版，
这当然是让作为译者的郭沫若非常高兴的事情。但与此同时，
该书印制的粗糙，又是一件让他十分恼火的事情。“一部名著，
印刷错得一塌糊涂，装璜格式等等均俗得不堪忍耐。我初译的
误植已经订正过两回，无如专以营利为目的的无赖的书贾却
两次都不履行，竟两次都把我的订正本遗失了”。“愈受读者欢
迎，同时我愈觉得自己的责任重大。印刷和装璜无论如何不能
不把它改良，初译本由于自己的草率而发生的错误，尤不能不
即早负责改正。所以《维特》出版以后，我始终都存着一个改印
和改译的心事。我的朋友们也有许多这样怂恿我的。”这是后
来郭沫若为该书改印写下的文字。

郭沫若心存了改译和改印的想法，改译，他自己可以做
到，“改印却不是件容易的事体，我们一向是为饥寒所迫的人，
哪有余钱来消赎这项罪过呢”。这样的想法一直让郭沫若纠结
了四年。最终是创造社出版部的成立，为郭沫若排了忧解了
难。而创造社出版部之所以能够成立，又正是借《少年维特之
烦恼》重新排印的考虑，方有了契机。

周全平在发表于《洪水》的郭沫若所作《少年维特之烦恼
增订版后序》文末所作的“附言”，记述了事情经过：

那时沫若从日本回来，有一次闲谈中讲到这本《少年维
特》。谁感喟着说：这本书已经七版了，可是书里面的错字始终
没有改。沫若说：我已给他二次订正，可是他们为省更排的工

钱，二次把我的订正本遗失了。当时我便提议：这些书在他们
手里，总是只顾赚钱，不问其他的。为什么不收回自己改排呢？

——改排不难，可是改排的钱呢？
——听说你们几个人的版税始终未曾取清，现在和他清

算一下，把算下来的版税来改排旧书不很够了么？
痴心妄想的我以为人总是讲理的。我曾经约略把泰东出

版创造社的书报销数计算过，即算每版是印一千——其实是
不止的——这几部书给泰东赚的钱总不在少数了。说是泰东
便靠这几部书而成长起来，也不算是夸大。那么照常理说，泰
东饮水思源，别的不说，把照例的版税结清一下，总还是天公
地道的事。然而结果呢？啊！人有良心，狗不吃屎；现在的狗还
要吃屎，他们的版税便莫想算到一个。

遇了这次意外——对于人的意外的失望——我便心心念
念的想成立一个出版部，与这般惟利是图的书贾们赌一赌气。
然而什么事情没有钱总是不行，穷汉的我们还不曾想到招股
的法子，便只得怀着空想，莫展一愁。

到去年夏间，同仁们商议的结果，决定鼓勇把出版部成立
起来。于是又来了一个意外，同前次相反的一个意外，许多无
产的青年朋友都踊跃地来赞助这个破天荒的事业，不出半年，

创造社出版部的一块红招牌便挂在上海闸北的一个弄口了。
周全平称：“这次《少年维特》的改排，对于我们的出版部

实在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说得更明白一些时，出版部成立的
动机便根于《少年维特》的改排。”

有了一个起因，郭沫若、郁达夫、周全平等创造社作家决
定成立自己的出版部。他们商定采用向社会募股的办法，来筹
集创建出版部资金，这是在1925年夏。但是开始募股时，他们
把股金订得太高，以 50元为一小股，500元为一大股，以至应
者寥寥，未能筹到股金。后来重新调整了募股的方针，降低股
金额度，以 5元为一小股，50元为一大股，且规定在股东应享
权力之外，还可以得到以优惠价格购买出版部所出书刊的方
便。他们为此广作宣传，声称创造社出版部将不是一个商业化
的书局，而是“读者和作家的公开的合作机关”。出版部也不仅
仅服务于创造社同仁，“出版部的事业除发行社内的作品外，
社外的朋友如有好的作品也可以代为出版，代为发行”。这样
一来，很快得到社会上的反响，认股的汇票从各地寄来。其中
有许多认股的人是喜爱创造社的文学青年，他们虽然经济能
力有限，但你一股我一股，积少成多，集腋成裘。也就是半年时
间，创造社仅从上海、武昌、长沙三地募集的股金已超过4000

元。这就是周全平说的，“许多无产的青年朋友都踊跃地来赞
助这个破天荒的事业”。由此也可见创造社当时在新文坛的声
望。

1926年3月，创造社出版部在上海闸北宝山路三德里A11
号的一处租屋挂牌成立，4月 1日正式对外营业。创造社出版
部版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于1926年6月10日初版发行，并且
被列为“创造社丛书（增订本）”第一种、“创造社世界名著选”
第一种。

从周全平的记述中，我们还可以了解到郭沫若和其他几
位创造社作家与泰东图书局关系中经济往来方面的情况。当
年，泰东出版《女神》，出版《创造》季刊以及几种丛书，对于郭
沫若和创造社开始的文学活动是极大的支持。没有泰东，郭沫
若作品的成集出版未必那么顺利，没有泰东承诺出版《创造》
季刊，创造社在新文坛的亮相也或许会延后。但赵南公到底还
只是一个出版商，郭沫若和创造社作家在他眼里只是一个能
获利的出版资源，他考虑的只有如何去最大程度的获取利润。
难怪郭沫若在《少年维特增订本后序》中愤慨地说：“自己的心
血译出了一部名著出来，却供了无赖的书贾抽大烟，养小老婆
的资助，这却是件最痛心的事体。”

有了自己的出版部，创造社作家不再受书局商贾的盘剥。
在经济利益之外，出版部的成立还体现着创造社恣意标榜的
那种创造精神。作家自办出版社，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前所未有
的。同是创造社成员的周毓英说：“创造社成立出版部，实在是
创造社奋斗的重要基础，创造社所以没有像文学研究会和语
丝社那样的流于空洞，流于无声无息，出版部的影响是很大
的。”

一本书改版与创造社出版部成立
□张 宇 雨 辰


